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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与中国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饥荒
———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刘　愿＊

摘　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
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
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 “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
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 “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
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
“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省级面板
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
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赶超战略，“大跃进”饥荒，集体偏向，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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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学术界存在分歧，根据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２年三次人口普
查和１９８２年１‰生育率调查数据所作的估计较为科学可信。其中，蒋正华、李南（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９）的计
算结果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１　７００万人”。Ｃｏａｌｅ（１９８４）估计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非正常死
亡人数约为２　７００万人。Ａｓｈ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估计１９５８年年中至１９６２年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为３　０００
万人。李成瑞（１９９７）修正了Ｃｏａｌｅ的计算，结果为２　２００万人。概言之，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
口规模在１　７００万—３　０００万之间，因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一、前　　言

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与之伴随的饥荒频发，以致有西方观察家将中国
称为 “饥荒的国度”（Ｗａｌｔｅｒ，１９２６）。新中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与和平背景下，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造成大
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１令人疑惑的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人们在社会主
义集权体制下更容易遭受饥荒的威胁。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苏联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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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发生严重饥荒，导致４５０万—８００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Ｄａ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ｃｒｏｆｔ，２００４）；１９４７年苏联再次爆发饥荒，导致１００万—１５０万人口非正常
死亡 （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０）。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始于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达到高
峰，导致全国２　３００万人口３％—５％的死亡率；２００８年朝鲜又面临严重食物短
缺，在十年内再次遭遇严重饥荒 （Ｓｔｅｐｈａｎ，２００８；Ｓｔｅｐｈａｎ，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８）。为
何传统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如此频繁地遭遇饥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Ｓｅｎ （１９８１）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等国饥荒的研究提出权利失败理
论，将饥荒成因的解释从传统的ＦＡＤ理论扩展至权利领域。周飞舟 （２００３）
认为大部分学者沿用Ｓｅｎ的 “粮食获得权利”的概念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
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食物分配尤其是食物分配制度的分析甚少涉

足。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１９９７）、ＯＧｒａｄａ（２００７）提出，虽然研究饥荒的新文献已经
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
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Ｙａｎｇ （２００８）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有别于标准市场经济的权利方法：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富和相对价格能够解
释大部分的饥馑，而中央计划下的政府确定价格和控制粮食生产和分配。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则主张Ｓｅｎ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大饥荒时是有效的。
本文认为，Ｓｅｎ主要关注资源禀赋缺失或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饥荒的影

响，属于经济权利范畴，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产品分配则取决于不同群体
的政治权利。因此，理解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必须将Ｓｅｎ的权利理
论从经济范畴扩展至政治权利领域。２本文将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粮食
分配制度为例，尝试从政治权利角度解释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中国大饥荒成因的相关研究，总结若干理论
假说及经验检验，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第三节分析 “大跃进”运动时期中
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第四节利用２８个省市区相
关数据对公社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做实证分析；第五节总结全文，指出
社会主义集权体制饥荒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２　Ｓｅｎ　１９８１年在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ｎｅ中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因素，中国“大跃进”饥荒促使
Ｓｅｎ重新考虑政治制度在饥荒中的作用。Ｓｅｎ（１９８３）比较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认为缺乏自由新
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因素，同时考
虑政治制度安排。但Ｓｅｎ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

二、文 献 述 评

对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大饥荒的成因，学界至今依然存在很
多分歧，除了传统的食物供应下降解释外，还包括公共食堂理论、城市偏向
说、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灾能力说和饥荒 “历史记忆”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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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假说分述如下。

（一）公共食堂制度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ｎ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判断中国 “大跃进”饥
荒实际上在１９５８年年末已经发生，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１９５９年。他们认
为，粮食生产、粮食可获得性、粮食分配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需求冲击等
因素均不能解释饥荒始于１９５８年年末，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公共食堂制度：
公共食堂制度取消家庭厨房及将农民存粮集体化，搭便车行为导致粮食过度
消费，从而引发了１９５８年开始的饥荒。其后，公共食堂破坏了农民生产激
励、滋生了村干部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使饥荒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城市偏向说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４）、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４）最早指出粮食高征购引起的城乡粮食
消费差异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提出粮食生
产下降只是饥荒产生的原因之一，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饥荒的主要原
因，并以农村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偏向的指标，运用２８个省１９５４—１９６６
年的数据检验了其理论。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为直接
地衡量了城市偏向政策，发现 “大跃进”运动时期城市人口跳跃式地快速增
长，为维持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从农村征
购粮食。新逸和葛玲 （２００８）将中国 “大跃进”饥荒视为 “制度性”的农村
饥荒。

（三）缺粮区偏向说

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认为城市偏向说可以用来解释饥荒时期
城乡死亡率的差异，但却无法解释同一个省内农村地区死亡率之间的差别。
他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农村地区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购统销制
度下，我国城市居民首先得到体制上的食物供给保障，其次是对农村中缺粮
区群体，最后是粮食主产区的居民。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粮食主产区的农
民最容易遭受饥荒威胁。他们分别利用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２８个省级数据和

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江苏省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四）政治激进主义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６）、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ｕ （１９９８）分析了 “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
体制特征，即中央集权体制下，下级以服从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来显示对
中央权威的忠诚，以换取政治仕途上的升迁。人民公社和公共饭堂制度已经
被中央权威确定为一项 “好制度”，那么贯彻执行这些制度便成为从省到村庄
各层级干部表示忠诚的方式。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研究了政治激进主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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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新解放区，老解放区政府受地方人民更多
的支持，为了使中央政策在新解放区得到贯彻执行，中央向新解放区派遣了
大量的南下干部。为了显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方地区的领导人比北方地
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激进政策，并以各地区解放时间作为衡量地区政治
激进程度的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３

（五）政府救济能力

周飞舟 （２００３）从省级政府救荒努力角度考察了 “大跃进”饥荒地区死
亡率差异，并解释为何饥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利用１１个死亡率最高的省
份的粮食分配数据，发现大部分省份都对灾荒做出了实际的反应：一方面，
各省在省内加大返销粮的发放数量，但由于浮夸风、反 “右倾”等政治因素
的影响，这种反应和救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高峰死亡率超过２０‰的１１个
省份，有６个省份４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表明虽然大部分
省都知道灾荒实情并发放返销粮救荒，但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
粮食，延误了及时救荒。

３ 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包括多个维度，如粮食过量征购、动员过多的劳动力从事各种高消耗的项目工程。
Ｋｕｎｇ和Ｌｉｎ主要关注后者。
４ 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

（六）饥荒 “历史记忆”说

曹树基 （２００５）对比了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与１８５１—１８７５年的分地区死亡人
口，发现两个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呈强负相关。曹树基认为，造成这一
结果的原因是民间关于饥荒的 “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
粮食无关，其论证的逻辑是：在经历大饥荒的地区，从民间百姓到地方基层
干部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大饥荒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在 “大跃
进”中较少地浮夸其粮食产量，从而较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粮食征购
的高压，减轻了这些地区在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
现有研究关注以粮食为主的资源从农村到城市、从粮食主产区到缺粮区

的转移，或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的粮食消费效率下降，或能源高消耗
工程对劳动力营养健康状况的负面作用。如图１所示，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
数量，除了受高征购等因素影响外，还取决于集体在扣除费用及提留之后分
给社员的数量。一个尚未得到研究的问题是，在粮食高征购及公共食堂消费
低效率之外，农民的粮食获取权在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集体高积累而缺乏
保障，这可能是大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在中国赶超战略及 “大跃进”

运动的背景下，重点考察人民公社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大饥荒
的影响，并利用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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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三、集体积累与大饥荒

（一）成立人民公社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５１９５３年过
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一五”计划即提出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１９５６年我国宣布提前完成 “一五”计划。在顺利完成
“一五”计划的背景下，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年底访问莫斯科时提出１５年赶超英国
的目标，１９５８年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 “超英赶美”的口号。我国赶超发
展战略正式形成，全国各领域开展持续三年之久的 “大跃进”运动。
在资本稀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我国主要通过从农业部门抽取

剩余支持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发展。为此，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发生相应变化：

１９５３年全面完成 “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就进入各种形式的合
作化运动，从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到政府推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
业合作社，１９５８年强制性成立人民公社，农民退社自由权被取消了。
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的确立，改变了农民个体的独立地位，农民的生

产和消费高度依赖集体：在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
资料被强制集体化，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被取
缔，统一由公社集体经营。因此，农民个体必须从集体获取所有的生产和生
活资料，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５ 农业总产值比重为７０％，工业总产值比重为３０％，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７．９％（中
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２，第ＶＩ－４页）。
６ 见《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黄道霞等，１９９２，第４８５—４９３
页）。

（二）人民公社高积累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基本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总收
入按照以下项目进行分配：扣除当年度消耗的生产费用和公共财产折旧、向
国家纳税、集体提留、支付社员口粮、支付社员的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其
中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公积金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公
益金用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福利事业。６因此，农民个体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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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其他各项支出存在替代关系。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农业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

提出在增产增收情况下，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原则应该是：“在苦战３年期
间，尽多地积累一些，以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同时，在生产发展的急促上，

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而
不是单纯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黄道霞等，１９９２，第５０７页。）农业合作社
很快并转为人民公社，上述指示也就成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遵循的准则 （杜
润生，２００２，第５３５—５３６页）。在 “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是否赞成建立
人民公社成为 “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在分配上，是 “多积累、少消费”与
“多消费、少积累”的斗争；表现在集体生活上，是 “多集中、少自由”与
“多自由、少集中”的斗争。７在粮食产量高估和政治挂帅工作作风的作用下，

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第一条道路，执行提高集体积累减少农民消费的分配政策。

７ 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黄
道霞等，１９９２，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如表１所示，在 “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一个显著变化
是重集体积累轻农民消费。１９５６年集体提留绝对额和比重分别为１２．４亿元、

４．６８％，以 １９５６ 年 为 基 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 集 体 提 留 分 别 增 加 ２８２％、

２８７．９％、３０．６５％，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增加２３６．９１％、

２６５．８３％、３２．６５％。在农村生产力未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增加集体积累将
减少农民个体消费。１９５６年人民公社分给社员收入绝对额和比重为２１８亿元、

８２．５８％，以１９５６ 年为基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社员收入分别下降 ２．０５％、

１１．１％、４．７５％；社员收入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下降 １３．６８％、

１６．１５％、３．２９％。

表１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年　份 纯收入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分给社员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１９５６　 ２６５．２０　 ３３．８０　 １２．７５　 １２．４０　 ４．６８　 ２１９．００　 ８２．５８

１９５７　 ２７０．２４　 ３６．１７　 １３．３８　 ２２．５９　 ８．３６　 ２１１．４８　 ７８．２６

１９５８　 ３００．９０　 ３９．００　 １２．９６　 ４７．４０　 １５．７５　 ２１４．５０　 ７１．２９

１９５９　 ２８１．２０　 ３８．４０　 １３．６６　 ４８．１０　 １７．１１　 １９４．７０　 ６９．２４

１９６０　 ２６１．２０　 ３６．４０　 １３．９４　 １６．２０　 ６．２０　 ２０８．６０　 ７９．８６

１９６１　 ３０２．２０　 ２６．４０　 ８．７４　 ２８．００　 ９．２７　 ２４７．８０　 ８２．００

１９６２　 ３０３．７０　 ２７．５０　 ９．０５　 ２７．６０　 ９．０９　 ２４８．６０　 ８１．８６

１９６３　 ３１５．８０　 ２８．８０　 ９．１２　 ３０．９０　 ９．７８　 ２５６．１０　 ８１．１０

１９６４　 ３４８．２０　 ３３．２０　 ９．５３　 ４５．７０　 １３．１２　 ２６９．３０　 ７７．３４

１９６５　 ３８１．８９　 ２９．８０　 ７．８０　 ４７．４９　 １２．４４　 ３０４．６０　 ７９．７６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１９８３，第５１０—５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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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集体提留，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性的公积金为
主，用于增加社员集体福利的公益金为辅。８在 “大跃进”运动中集体积累严
重挤占农民个人消费。１９５６年每人提取公积金２元，在 “大跃进”运动中人
均公积金负担加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分别升至７．７元、７．７元、２．２元。１９５６
年每人提取公益金为０．４１元，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分别增至１．１９元、１．３４元、

０．７４元。相应地，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大幅度下降。１９５６年每人分得收入
为４３元，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分别为４１．４元、３７．６元、４１．３元，分别比１９５６年
下降３．７％、１２．６％、３．９％。（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０，第４、２７８—２７９页）

８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跃进”运动时期，集体提留中公积金与公益金占比平均值分别为７９．６３％、１６．７５％。
数据来源同表１。

农村收入以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主要来源。农村收入分配一般
是在秋收后进行，收入分配对死亡率的影响在下一年才会显现。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３，ｐ．６２）因此，集体提留的增加、农民消费的下降与对死亡率的影
响存在滞后效应。如图２所示，１９５７年集体提留比重开始提高，１９５８年人口
死亡率在农业丰收的情况下略有提高。１９５９年集体提留比重达到最高值，

１９６０年人口死亡率达到高峰值。１９６０年集体提留比重大幅度下降，但高于

１９５６年的水平；１９６１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高于１９５６年的水平。可
见，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变化趋势一致。

图２　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死亡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１９８３，第５１０—５１１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１９９０，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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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 “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的集体积累主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兴办以教
育为主的集体福利事业之中，极大消耗了农村集体收入，在粮食产出下降、

粮食高征购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１．农田水利建设

１９５６年 “农业四十条”提出１２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以１９５５年为标
准增加两倍以上的指标，并将兴修水利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９１９５７年冬至

１９５８年春，农村地区在缺乏国家财政支持的条件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
计划，农村集体组织及农民群众成为这场水利运动的主角。１０投入水利建设的
劳动力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增加：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为两三千万，１１月
为六千万，１２月八千万，１９５８年１月达到一亿 （薄一波，１９９７，第６８１页）。

１９５７年冬至１９５８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４．５亿亩，半年内灌溉面
积增加了８６．５％。１９５８年五、六月份襄阳会议和郑州会议拟定１９５９年进一
步扩大灌溉面积４．９亿亩，治涝面积７　２８１万亩，做土石方９６１亿公方。全国
各地在拟订具体计划时都大大提高了水利建设指标，进一步加重了农村集体
和农民群众的负担。１１根据１９５９年官方公布的数据，１９５８年 “灌溉面积”高
达６７　３８６千公顷，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９６％ （农业部计划局，１９５９，第２９３页）；

２０００年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１９５８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仅为３２　７９１千公顷，

仅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０％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２００５，第６９页）。可见，大规模
的农田水利工程耗费大量资源，但未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

９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６日。
１０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中共河南省委在总结济源县漭河和禹县鸠山两县治水治山经验的基础上，在郑州召开
沙颍河工作会议，会议制定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１９５８年２月５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肯定和推广河南治理漭河的经验。１９５８
年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农村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
为主”的三主方针。从此“三主”方针推向全国，在水利建设上掀起了“大跃进”。
１１ 《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
１２　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
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２．兴办农村集体工业
在 “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也消耗了大量的集体积累。

在赶超战略思路影响下，为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农村人民公
社、生产队兴办工业成为贯彻 “两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措施。１２一方面，为
了增加钢铁产量实现赶超目标，农村地区实施土法炼钢，兴建大量的小高炉、

土炉，并动员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钢铁生产。“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真实反
映了 “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的炼铁热潮。另一方面，高级农业合作社时
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转为社队企业，农村工业生产实现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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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集体工业企业１１．９９万个，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分别增至１４．４万个、２１．９６
万个、１５．８万个；１９５８年集体工业企业产值为１１７．３亿元，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分
别增至１６９．８亿元、１５３．９亿元、１２２亿元。１３

３．农村教育 “大跃进”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工
作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强调国家办学与民间力量办学并举，并规定了过
高的教育指标：全国应在３—５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
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１４扫
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任务主要落在农村地区，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强调农村自力更生兴办地方教育，农村集体不得不以增加提取公益金的形式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实现教育 “大跃进”。１９５７年全国中等学校、小学和幼儿
园在校生人数分别为７０８．１万人、６　４２８．３万人、１０８．８万人，１９５８年迅速增
加至 １　１９９．８ 万人、８　６４０．３ 万人、２　９５０．１ 万人，分别增长了 ６９．４％、

３４．４％、２６．１倍。１９５９年三层次学校在校生人数继续迅速增加，１９６０年达到
高峰值，分别为１　４８７．３万人、９　３７９．１万人、２　９３３．１万人。１５

（四）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 “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提高了集体提留的绝对额和比
重，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存在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三种机制。
首先，在 “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减少了农

业投入及产出，以致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在 《关于开展保粮、保钢增产节约

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占用劳动力过多，以致

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根据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５）的研究，“大跃进”运动

时期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解释了中国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农业产出下降

的３３％，即 “大跃进”时期中国农业产出下降的三分之一是由资源转移造成的。

其次，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高消耗的水利和炼钢工程，在 “大跃进”初
期过度消耗农民口粮，在粮食日益紧缺时农民在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口粮
消费却严重不足，大量农民甚至是在高度饥饿状态从事高强度劳动的，从而
加剧了饥荒。１６这就是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强调的在政治激进主义下农村
“大跃进”运动的健康效应。

１３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２００５，第６３页）。
１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０日。
１５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１９９０，第３７页）。尽管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全国层面教育“大跃进”的情
况，但由于我国教育城乡差距显著，各层次学校在校生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村教育“大跃进”引起的。
１６ 安徽凤阳县建设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１２万余斤。

最后，集体提高提留将直接减少农民可消费的粮食，这种分配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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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加剧饥荒的又一重要机制。如上所述， “大跃进”运动中农村集体
分配以粮食分配为主，工资分配只占很小比例。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的粮食在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和分给社员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其中集体提留
包括种子、饲料、储备粮和其他提留四类。１７在 “大跃进”时期，集体提留的
粮食数量大大增加。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估计，在１９５８年的 “大
跃进”运动中，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２００亿斤，１８相当于当年农村征购后留

粮量的６．２％，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９．３％。１９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
省，“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提留，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
脱饥荒。从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四川绵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

２０．５％降至１７．５％、１３．４％。其中，种子比重从１２．５％分别降至１０．８％、

９．２％，饲料粮比重从４．６％降至３．４％、２．２％，储备粮比重从２．３％降至

１．６％、１．５％，其他用粮比重１９６１年为１．１％，１９６２年略增至１．７％，１９６３
年降至０．６％。社员分粮比重则从４７．１％增至６０．４％、６２．２％；１９６１年社员
人均分粮仅为２２５斤，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升至３３５斤、３７７斤。２０可见，饥荒时期
集体提留增加挤占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高集体积累政策可能是大饥荒
的又一主要成因。下节将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以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
实际作用。

１７ 种子用于来年农业生产，饲料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通有无，其
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
１８ 薛暮桥（１９８４，第９０页）。
１９　１９５８年农村国家征购后留粮量为３　１６５．５亿斤原粮，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为２　１５２亿斤贸易粮（农牧
渔业部计划司，１９８３，第３４３、５３８页）。
２０ 绵阳地区农业局（１９７６，第１１４—１３８页）。
２１ 本文之所以选择１９５３年作为研究的起点，是因为１９５３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的恢复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２２ 本文以各因素组内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假设ｘ为自变量、ｙ为因变量），其经济含义是，如果以ｘ、ｙ在
整个研究期间的均值作为参照，ｘ的变化对ｙ的变化作用如何。

四、数据与模型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利用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２８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范子英和孟令杰，２００６）或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２４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３）进行固定效应分析。本文则沿用类似方法建立模型，

并利用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２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２１所不同
的是，本文先计算各变量的组内变换值 （即对时间均值求差分），然后以组内
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２２再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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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本模型设定见公式 （１），令ｚ代表各变量，则Δｚｉｔ＝ｚｉｔ－珔ｚｉ。其中，ｉ
为地区，ｔ为年份。ＤＲｉｔ、ＵＰｉｔ、ｇｉｔ分别为ｉ地区ｔ年死亡率、非农业人口比
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ＣＲｉｔ－１、ｐｒｉｔ－１、ＲＳｉｔ－１、ＤＲｉｔ－１分别为ｉ地区滞后一期
的农村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和死亡
率。我国粮食分配一般安排在秋粮收获之后，集体积累、粮食征购和农业人
口返销粮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模型取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
率和农业人口返销粮比率的滞后一期值。粮食征购率控制城市偏向政策，农
业人口返销粮比例控制缺粮区偏向政策，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包含了那些遗漏
的变量对本期因变量的影响。２３

本文取上述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模型自变量，公式 （１）用ΔＸ 表示
前述各变量。为考察各因变量在 “大跃进”前夕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模型引入各因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关于大饥荒持续时间，
本文分别选择三个区段：ｄ１＝１，当ｔ＝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否则ｄ１＝０；ｄ２＝１，当ｔ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否则ｄ２＝０；ｄ３＝１，当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否则ｄ３＝０。公式
（１）中各交互项下方给出了理论预期的参数估计值符号：农村集体积累率、
粮食征购率对地区死亡率产生正向影响；农业人口返销粮比例、人均粮食占
有量、非农人口比例对地区死亡率产生负向影响，滞后一期人口死亡率的影
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ΔｌｎＤＲｉ，ｔ ＝ｆ［ΔＸ，ｄｉΔｌｎＣＲｉｔ－１
＋

，ｄｉΔｌｎｐｒｉｔ－１
＋

，ｄｉΔｌｎＲＳｉｔ－１
－

，

ｄｉΔｌｎＵＰｉｔ
－

，ｄｉΔｌｎｇｉｔ
－

，ｄｉΔＤＲｉｔ－１
？

］． （１）

２３ 范子英和孟令杰（２００７）在其实证模型中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因为“当使用面板数据来分析时
可能会因为省略变量造成残差项序列相关，当省略的变量与文中的某变量相关时，则该变量的估计将是
有偏的，为了解决这种自相关问题，需要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实证模型沿用相似的方法。
２４ 集体工业企业主要是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及人民公社化后的社队企业。
２５ 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的号召，在“大跃进”中越
是政治激进的地区，中学生在校生规模扩张得越快，农村集体越倾向于增加提取公益金办教育。

本文只有全国层面农村集体积累的数据，但无法获得各地区农村集体提
留比重的数据，如何衡量集体积累成为本研究的难点。如上所述，农村集体
积累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和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在 “大跃
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提留被消耗在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
农村教育事业上。因此，本文分别以各地区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ＩＡｉｔ、以

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的集体工业企业产值ＣＩＰｉｔ、２４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Ｓｉｔ度
量ｔ－１期农村集体积累率。在 “大跃进”时期，农村集体积累率越高，农田水
利建设、集体工业企业及乡村教育投资规模越大，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集
体工业企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也越高。２５图３至图５进一步证实了上述
判断：从全国水平来看，在 “大跃进”运动时期，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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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当期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率、集体工业企业产值、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成正比。因此，ＩＡ、ＣＩＰ和Ｓ可以作为农村集体积累率的代理变量。

图３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灌溉面积比重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１９８３，第５１０—５１１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２００５，第６９页）。

图４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集体工业产值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１９８３，第５１０—５１１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１９９０）。

由于缺乏分省的粮食库存及调拨数据，现有研究一般以人均粮食产量两
年移动平均值衡量ＦＡＤ因素。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总量，除本地区当期粮食
产量之外，还包括上期粮食库存及省际净调拨量。因此，现有研究未能准确
衡量ＦＡＤ因素，对京、津、沪、辽四个粮食调入省市可能存在低估，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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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１９８３，第５１０—５１１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１９９０，第３７页）。

粮食调出任务的省区存在高估。本文在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将考虑地区粮
食库存及调拨数。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在度量粮食征购率时，粮食产量采用的是原粮，
粮食征购及返销采用的是贸易粮。各年原粮折合贸易粮的比率大致在

８２％—８４％范围内变动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１９８３，第６４５页），Ｋｕｎｇ和

Ｌｉｎ可能低估了粮食征购率，本文粮食征购率计算区分了原粮和贸易粮，将
原粮按各年全国折合率换算成贸易粮。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以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人均播种／耕地面积作为缺粮区返销粮
的代理变量。正如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指出，农村返销粮数量更能反
映缺粮区偏向，本文以地区农村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重来衡量缺粮区偏
向政策。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比较，本文模型除使用各因素新变量之外，还以现

有研究的变量做分析。关于各变量的具体计算和数据来源见附录１，各变量统
计性描述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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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　量 观察值 均　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ΔｌｎＤｉｔ ３８５ 　１．４２ｅ－０８　 ０．２８７３１４７ －０．８２６８３１７　 １．７４３２７６

ΔｌｎＤｉｔ－１ ３５７ －５．７４ｅ－０７　 ０．２８４６４６６ －０．８４４２６７２　 １．７０３１３６

Δｌｎｇｉｔ ３９２ －２．３１Ｅ－０８　 ０．１５３９９７ －０．４１２９６　 ０．５１８４４７

ΔｌｎＵＰｉｔ ３９２ －６．６９ｅ－０９　 ０．１８６７７５５ －０．５９０８７０６　 １．６４３６６６

Δｌｎｐｒｉｔ－１ ３６４　 １．４１Ｅ－０８　 ０．１９７２１９ －０．９３８９８　 ０．６７６２６１

ΔｌｎＲＳｉｔ－１ ３９１　 ２．０１Ｅ－０８　 ０．４７５５４７ －２．６５６１５　 １．３６２７４１

ΔｌｎＣＩＰｉｔ ３９１　 ７．３２Ｅ－０９　 ０．９９２６９５ －３．５８５６５　 １．４０５７９１

ΔｌｎＩＡｉｔ ３９２　 ３．５０Ｅ－０９　 ０．３５２３９４ －１．７４２１５　 １．２０１８６８

ΔｌｎＳｉｔ ３９１ －１．９７Ｅ－０８　 ０．４８１０７２ －１．６７８４　 ０．９７５３０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１９９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２００５）、农牧渔业部计划司（１９８３）。
注：本文模型取各变量组内变换值，因此出现负值，正负相抵导致均值很小。

（二）估计结果

本文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支持随机效
应模型，表３列示了各方程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本文证明，除粮食供应不足、
粮食超征购之外，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导致 “大跃进”饥荒的又一主要原因。

表３　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ｌｎｇｉｔ －０．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１）

０．１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３）

ΔｌｎＵＰｉｔ －０．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６）

Δｌｎｐｒｉｔ－１ ０．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０３２
（０．１３）

ΔｌｎＲＳｉｔ－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

ΔｌｎＣＩＰｉｔ －０．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２）

ΔｌｎＩＡｉｔ －０．１１９＊
（０．０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７）

ΔｌｎＳｉｔ －０．１０９＊
（０．０４）

ΔｌｎＤｉｔ－１ ０．３４６＊
（０．０７）

０．３５１＊
（０．０７）

０．３３９＊
（０．０７）

０．３４６＊
（０．０７）

０．３４６＊
（０．０８）

０．３５１＊
（０．０８）

ｄ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７２＊
（０．０４）

Δｌｎｇｉｔ×ｄ２ －０．４６４＊＊
（０．２０）

－０．４０２＊＊＊
（０．２１）

－０．５１７＊
（０．２０）

－０．２０３
（０．２６）

－０．２２１
（０．２６）

－０．５５６＊＊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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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ｌｎＵＰｉｔ×ｄ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７）

０．３３１＊＊
（０．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１８）

０．５６３＊
（０．２１）

Δｌｎｐｒｉｔ－１×ｄ２ ０．７７７＊
（０．１６）

０．８４６＊
（０．１６）

０．７８０＊
（０．１７）

１．００７＊
（０．１９）

１．００３＊
（０．１９）

ΔｌｎＲＳｉｔ－１×ｄ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８）

－０．０８４
（０．０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９）

ΔｌｎＣＩＰｉｔ×ｄ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５）

０．１７５＊
（０．０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５）

ΔｌｎＩＡｉｔ×ｄ２ ０．２８２＊＊
（０．１２）

０．３９２＊
（０．１５）

ΔｌｎＳｉｔ×ｄ２ ０．２９１＊
（０．１２）

ΔｌｎＤｉｔ－１×ｄ２ －０．５２１＊
（０．１０）

－０．５３９＊
（０．１０）

－０．５１４＊
（０．１０）

－０．４９６＊
（０．１１）

－０．４９７＊
（０．１１）

－０．４４０＊
（０．１２）

常数项 －０．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２）

Ｒ２　 ０．４９５　 ０．４８８　 ０．４８９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２　 ０．３９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Ｐ值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９

观察值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５６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注：方程（１）—（３）的ｇｉｔ＝［粮食产量（贸易粮）＋库存－调出＋调入］／年均人口；方程（４）、（６）的ｇｉｔ

＝［粮食产量（贸易粮）／年均人口］，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方程（５）的ｇｉｔ＝［粮食产量（原粮）／年均人口］，
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分别代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本文未发现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的证据。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提出缺粮区农民享有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粮食获取权，因此缺粮区人口
比例越大死亡率越低。本文以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更加准确地
度量了缺粮区人口比例，但分析结果并未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在正常时期，
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负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大饥荒时期，农
业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农业返销粮
制度并未有效减轻饥荒，缺粮区偏向理论夸大了经济作物区和传统缺粮区农
民的粮食优先获取权。２６

２６ 大饥荒时期农业返销粮不足的证据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每一农业人口年均返销粮仅为５６．９斤，低于
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水灾年份的６３．９斤（根据表１数据来源计算）。考虑“大跃进”时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和受灾人口大幅增加，缺粮区农民人均返销粮数量将更少。因此，由于各级地方政府隐瞒灾情及可调配
的粮食数量有限，农业返销粮无法缓解缺粮区农民的饥荒问题。

第二，本文发现支持ＦＡＤ理论的证据。本文发现，如果考虑粮食库存及
省际调拨，饥荒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之间显著负相关，即粮食
供应减少的确加剧了人口死亡；在正常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



１１３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９卷

之间虽然呈负向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２７另外，方程 （４）、 （５）表明，
如果仅考虑粮食生产，粮食供给因素对死亡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在正常时期，上期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当期死亡率也越高，这

可能反映了诸如医疗卫生条件、人口寿命特征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在大
饥荒时期，滞后一期死亡率与当期死亡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表明某地区
在遭受严重饥荒之后，其他激进政策可能有所退却，从而导致死亡率
下降。２８

２７ 如方程（３）、方程（４）所示，排除京、津、沪三直辖市之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变量参数估计值显著性下
降，分别为１２％、２０％。本文认为，这一显著水平仍可以接受。
２８ 范子英等（２００８）将饥荒在１９６２年结束归因于达尔文现象。本文滞后一期死亡率变量与累计死亡
率变量有所区别。实际上，饥荒的结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如降低粮食征购率和农
村集体提留比例导致农村留粮大幅度增加，解散公共食堂及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例如，１９５３—
１９６１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低于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在饥荒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农
业人口人均粮食为１７７．４公斤／年，非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却高达２４１．５公斤／年。１９６２年农业人口人
均粮食占有量为２０３．６５公斤，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２０１．９９公斤，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首
次超过非农人口，并一直保持这一趋势。关于饥荒结束的原因，见文贯中、刘愿《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
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一文第三节的论述。

第四，城市偏向政策是饥荒的重要成因。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以农业
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发现两者均与地区死亡率显著
正相关。本文发现粮食征购率显著提高了地区死亡率，但并未发现非农人
口比例显著降低地区死亡率的证据。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粮食高征购
目的有三：保证不断增长的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支持粮油工业发展及出
口换汇，粮食高征购与非农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粮食征购率指标
已经充分捕捉了城市偏向政策的信息，所以非农人口比例变量参数估计值
在统计上不显著。方程 （６）单独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与虚
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但参数估计值减少，说明城市化只是粮食高征购
的目的之一。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农村集体高积累是 “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

成因。本文发现，在正常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及普通中学学生数与地区死亡率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但在 “大跃进”时期，
三变量与地区死亡率则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正常年景，集体工业产值、灌
溉面积比重、普通中学学生数反映了农村工农业及社会发展水平，这三个指
标越高表明该地区农村社会越发达，地区死亡率则越低。在 “大跃进”时期，
集体工业、农田水利事业及农村教育事业的迅速增长，并非农村经济发展所
致，而是人民公社强制提高集体积累降低农民个人消费的结果。因此，“大跃
进”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及普通中学学生数的增加反而显著提
高了地区死亡率，模型结果支持了第三节的理论分析。
根据方程 （１）— （３）本文分解了各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如表４所示，

以集体工业产值衡量集体积累，集体高积累、粮食高征购和粮食供应下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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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７．７％、１６．１％、５．３％。以灌溉面积比例
衡量集体积累程度时，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３．３％、１７．５％、

４．６％。以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衡量集体积累程度，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
率实际增加８．１％、１６．１％、６．０％。从三方程结果来看，本文结果解释了地
区死亡率差异的８７．９％、７４．２％、９１．５％，具有较充分的解释力。

表４　饥荒影响因素分解

变　量
正常时期

Ａ
饥荒时期

Ｂ
两时期之差

Ｃ＝Ｂ－Ａ
方程（１）Ｅ１
（Ｄ１）

方程（２）Ｅ２
（Ｄ２）

方程（３）Ｅ３
（Ｄ３）

死亡率 －０．０８４　 ０．２０５　 ０．２９０ （８７．９） （７４．２） （９１．５）

集体高积累

　集体工业产值 －０．２１２　 ０．５２７　 ０．７３９　 ０．１０４
（７．７）

　灌溉面积比重 －０．０５７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１　 ０．１６３
（３．３）

　普通中学学生 －０．１２７　 ０．３１６　 ０．４４２　 ０．１８２
（８．１）

粮食高征购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７　 ０．７７７
（１６．１）

０．８４６
（１７．５）

０．７８０
（１６．１）

粮食供应下降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５ －０．４６４
（５．３）

－０．４０２
（４．６）

－０．５１７
（６．０）

滞后一期死亡率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８ －０．１７５
（－３．６）

－０．１８８
（－３．９）

－０．１７５
（－３．６）

注：Ａ为正常时期各变量年均值，Ｂ为饥荒时期各变量年均值，Ｃ＝Ｂ－Ａ，Ｄ１－Ｄ３为括号前方数字各
变量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弹性Ｅ，括号内数字为各因素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因子，单位为％，具体计算公
式是Ｄｉ＝（Ｃ×Ｅｉ）×１００％（ｉ＝１，２，３）。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１）本文尝试以排除京、
津、沪三直辖市后的２６个省区１４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２）为了与现
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文还研究了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期间包括京津沪和不包
括京津沪的面板数据，在变量指标方面直接以两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
量ＦＡＤ因素，并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２９

（３）本文选择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１
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

２９ 作者２００９年８月在内蒙古大学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席会议”时，范子英提出本文可以尝试以两
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量ＦＡＤ因素及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或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以此检
验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模型分析表明：分别以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和普通中学在
校生人数衡量农村集体积累率的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对两组样本 （包括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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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和排除了三直辖市两组）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即使将１９５３年排除
在研究范围之外，模型结果仍未发生变化；以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

模型结果相似，只是模型拟合系数略有不同。３０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作比较，

方程 （４）— （６）分别选取了不同指标测量ＦＡＤ因素及城市偏向政策。方程
（４）、（５）分别以人均粮食产量两年移动平均值度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并在模
型中仅以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发现人均粮食占有量与虚拟变量交
互项不显著，表明仅从粮食生产角度考虑，食物供应冲击并未对地区死亡率
造成显著影响。方程 （６）仅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非农人口比
例与虚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比粮食征购率与虚拟变量交互
项的系数小，表明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偏向政策。

３０ 为节省篇幅，本文未报告大饥荒其他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概言之，本文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上述替换并未改变模型的核心结
论：粮食高征购、集体高积累、粮食供应下降是 “大跃进”饥荒的主要成因。

五、结　　论

本文研究表明，除了粮食供应下降和粮食高征购之外，“大跃进”运动时
期农村集体高积累是饥荒的又一重要成因，这一研究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社会
主义集权体制下饥荒成因的理解。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为实
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国家通过
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征购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
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 “大跃进”，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
个体粮食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导致人类历史上最
为严重的饥荒。

苏联在赶超战略及强制集体化的背景下，粮食产量高估、粮食高征购及
将大量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引发了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苏联饥荒。１９４７
年基于相似的原因，饥荒再次肆虐苏联。对中国 “大跃进”危机的研究不仅
提供了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绩效关系的洞见，而且提供了一个理解其他中央计
划经济体饥荒成因的分析框架 （Ｙａｎｇ，２００８）。

中国 “大跃进”饥荒，并非农民经济权利失败所致，而是在集权体制下
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食物获取权取决于资源相对
价格及个体资源禀赋状况，分权体制下经济权利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因此，

分权体制下的饥荒的覆盖面及持续期相对有限。集权体制可以发挥动员资源
优势，但错误政策将被普遍而有效的强制执行，个体的声音被淹没在高涨的
政治运动浪潮中。在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中，中国农民丧失了个体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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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农民政治权利系统性地缺失。最终，赶超战略的
错误政策使占人口总量８０％的农民遭受饥荒，导致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附录：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如下：（１）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史

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

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 （１９４９—

１９８３）》，１９８３年； （４）国家统计局， 《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年；（５）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农业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各变量具体

计算程序如下。

３１ 薄一波（１９９７，第２５５—２５６页）。粮食年度从上年７月１日至翌年６月３０日止。
３２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南、广东、四川７省市在个别年份尤其是饥荒年份出现负库存情况，说明这些
地区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借调外贸粮的方式维持地区粮食供应，但这些借调的粮食必须在下一
年偿还，因此并不影响本文对ＦＡＤ的测量。
３３ 现有研究中的粮食产量均为原粮数，高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因为原粮是指收获以后未经加工的粮
食，如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谷子等，因此需要统一换算为粮食流通中计算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库存数
量时所使用的粮食品类统称的贸易粮。各年度换算比率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１９８３，第６４５页）。

１．人均粮食占有量

在现有研究中，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直接以当年人均粮食产量衡量ＦＡＤ，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以两年移动平均数作为考虑库存后的ＦＡＤ。因

此，现有研究未准确度量地区食物获取量的变化。本文尝试将地区粮食库存量纳入ＦＡＤ

之中，即人均粮食＝（当年产量＋上年库存）／当年平均人口数量。为保障城市居民粮食供

应，我国确立了粮食库存制度，粮食库存数量与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数量成正比。

本文以统购统销制度为界分两个阶段估计各地区粮食库存数。薄一波报告了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粮食年度全国和三个直辖市粮食库存数，３１因此可以将全国库存数减三直辖市

库存数得其余２６省区粮食库存总量，再根据其余各省区非农业人口占其非农业人口总量

的比重将剩余粮食库存线性分配到各省区。以ＩｉＴ、Ｉｉｔ表示ｉ省Ｔ 粮食年度、ｔ年年末粮食

库存数；ＵＰｉｔ表示ｉ省ｔ年平均非农业人口数，以ｔ－１年年末和ｔ年年末平均数表示，ｉ＝

１、２、３表示北京、天津、上海，ｉ＝４—２９表示其余２６省区，ｔ＝１９５１、１９５２。计算公式

见公式１—２。根据公式１本文得到其余２６省区１９５１—１９５２、１９５２—１９５３粮食年度粮食库

存量，取两个粮食年度库存量均值作为各地区１９５２年年末粮食库存数。１９５３年开始实行

统购统销，因此１９５３年之后粮食库存数的计算方法有变化。以ＰＲｉｔ表示ｉ省ｔ年粮食征购

量，Ｃｉｔ、Ｒｉｔ分别表示ｉ省ｔ年粮食调出量、调入量，Ｓｉｔ表示ｉ省ｔ年粮食销售量，ｔ＝

１９５３—１９６６。粮食产量和库存量是在该年度内平均消费的，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应该考

虑年均而非年末人口量，统购统销后年度粮食库存计算见公式 （３）。３２因此，ｉ地区ｔ年人

均粮食占有量由公式 （４）得到，其中Ｐｉｔ、Ｑｉｔ分别为ｉ省ｔ年末人口数量和ｔ年粮食产量

折合贸易粮的数量。３３

ＩｉＴ （＝ ＵＰｉｔ 
２９

４
ＵＰ ）ｉｔ （× 

２９

１
ＩｉＴ －

３

１
Ｉ ）ｉＴ ， 公式１

Ｉｉｔ ＝ （ＩｉＴ－１＋ＩｉＴ）／２， 公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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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ｔ ＝Ｑｉｔ－Ｃｉｔ＋Ｒｉｔ－Ｓｉｔ＋Ｉｉｔ－１， 公式３

ｇｉｔ ＝ （Ｑｉｔ－Ｃｉｔ＋Ｒｉｔ＋Ｉｉｔ－１）／［（Ｐｉｔ－１＋Ｐｉｔ）／２］ ． 公式４

２．粮食征购率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３）的实证分析利用了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粮食净征购率作为城市偏向政

策的指标之一，其度量存在一个细节问题。Ｋｕｎｇ和Ｌｉｎ的粮食收购量和农业返销粮为贸

易粮数，粮食产量是原粮数，贸易粮折合原粮一般为１２０％。因此，他们计算的粮食净征

购率低估了约２０％。为统一口径，本文利用全国原粮与贸易粮折合率将原粮口径的粮食产

量折合成贸易粮，本文按公式５计算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各地区粮食征购率ｐｒｉｔ。各地区粮食产

量、征购量数据来源于Ⅲ。

ｐｒｉｔ ＝ＰＲｉｔ／Ｑｉｔ． 公式５

３．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率

灌溉面积数据来源为 （２），其中黑龙江、上海、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新

疆８地区只有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灌溉面积数据，本文研究期间

的其他年份数据缺失，本文用插值法估计缺失年份数据。本文认为，灌溉面积与地方财政

支出中的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成正比，因此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为调整因子 （湖北、四

川、宁夏分别以农业机械动力、基本建设投资、地方财政支出作调整因子）。在正常时期

灌溉面积应该随着调整因子增加而提高。以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期间缺失数据估计为例，具体

调整方法如下：（１）求两个时期灌溉面积之差：ΔＩＡ５２—５７＝ＩＡ５７－ＩＡ５２；（２）求出调整因子

环比数：ΔＦＥｔ＝ＦＥｔ／ＦＥｔ－１，ｔ＝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并累计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 ΔＦＥ值
５７

５３
ΔＦＥｔ；

（３）求 出每一年份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累计增长率中的比重ΔＦＥｔ 
５７

５３
ΔＦＥｔ；

（４）估计缺失年份灌溉面积ＩＡ５３＝ＩＡ５２＋ＩＡ５２—５７×ΔＦＥｔ 
５７

５３
ΔＦＥｔ，其他年份以此类推。按

此方法得到的１９５７年的估算值与实际值相等，只是将１９５７年与１９５２年灌溉面积之差根据

调整因子分配到各年。

各地区耕地面积数来源于 （４）。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天津耕地数缺失，本文以估算值代替，

估算方法是：当复种系数不变时，耕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成正比，因此可以根据农作

物播种面积增长率推算耕地面积。如果考虑复种系数，则先将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全国的

复种系数 （假定天津和复种系数与全国复种系数变化成正比），计算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

长率，以１９５７年耕地面积为基期，根据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计算缺失年

份耕地面积。按这种方法估算的天津耕地数是按照１９５８年行政区划的数字。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ｌｓｏｐ，Ｊ．，“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ａｌ”，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６２，１１，２１—３７．

［２］ Ａｓｈｔｏｎ，Ｂ．，Ｋ．Ｈｉｌｌ，Ａ．Ｐｉｚｚａ，ａｎｄ　Ｒ．Ｚｅｉｔｚ，“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８—１９６１”，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１０（４），６１３—６４５．

［３］ Ｂｅｃｋｅｒ，Ｊ．，Ｈｕｎｇｒｙ　Ｇｈｏｓｔｓ：Ｍａｏ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８．



第３期 刘　愿：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１１３９　

［４］ 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Ｔ．，“Ｓｔａｌｉｎｉｓｍ，Ｆａｍｉｎｅ，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４，１３（３），３３９—３７７．

［５］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 曹树基，“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５７—６７页。

［７］ 曹树基，“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国人口的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４—

２８页。

［８］ Ｃｈａｎｇ，Ｇ．，ａｎｄ　Ｇ．Ｗｅｎ，“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Ｄ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７，４６（１），１—３４．

［９］ Ｃｈａｎｇ，Ｇ．，ａｎｄ　Ｇ．Ｗｅｎ，“Ｆｏｏ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９（２），１５７—１６６．

［１０］Ｃｏａｌｅ，Ａ．，Ｒａｐｉ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２—１９８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１１］Ｄａｖｉｅｓ，Ｒ．，ａｎｄ　Ｓ．Ｗｈｅａｔｃｒｏｆｔ，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ｕｎｇｅｒ：Ｓｏｖｉ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３１—１９３３．Ｌｏｎ－

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４．

［１２］杜润生，《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制（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１３］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Ａ．ｅｔ　ａｌ．，“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ａｌ”，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６２，１２，１９—５３．

［１４］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Ｃ．，“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１９２２—２３”，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１，３３（３），３７０—３８５．

［１５］Ｅｌｌｍａｎ，Ｍ．，“Ｔｈｅ　１９４７Ｓｏｖｉ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ａｍｉｎ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２４（５），６０３—６３０．

［１６］Ｅｌｌｍａｎ，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４”，Ｅｕｒｏｐｅ－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５７（６），８２３—８４１．

［１７］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８期，第１０４—１１３页。

［１８］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７年第６

卷第２期，第４８７—５１２页。

［１９］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大饥荒终结于１９６２年”，《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８年第８

卷第１期，第２８７—３０６页。

［２０］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王建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

［２１］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１９８０年。

［２２］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北京：中国统计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２３］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２４］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１４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９卷

［２５］Ｈａｇｇａｒｄ，Ｓ．，“Ｌｅｔ　ｔｈｅｍ　ｅａｔ　Ｊｕｃｈ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Ｍａｙ　８ｔｈ，２００８．

［２６］Ｈａｇｇａｒｄ，Ｓ，ａｎｄ　Ｍ．Ｎｏｌａｎｄ，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Ｒｅｄｕｘ？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ＷＰ　０８—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

［２７］Ｊｏｈｎｓ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ｍｉ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９

（２），１０３—１０９．

［２８］Ｋｕｎｇ，Ｊ．，ａｎｄ　Ｊ．Ｌｉｎ，“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ｎｅ，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３，５２（１），５１—７３．

［２９］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４页。

［３０］Ｌｉ，Ｗ．，ａｎｄ　Ｄ．Ｙａｎｇ，“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５，１１３（４），８４０—８７７．

［３１］Ｌｉｎ，Ｊ．，“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０，９８（６），１２２８—１２５２．

［３２］Ｌｉｎ，Ｊ．，ａｎｄ　Ｄ．Ｙａｎｇ，“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９（２），１２５—１４０．

［３３］Ｌｉｎ，Ｊ．，ａｎｄ　Ｄ．Ｙａｎｇ，“Ｆｏｏ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０，１１９（４６０），１３６—１５８．

［３４］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中国人口科学》，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第５６—６３页。

［３５］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第４６、６４页。

［３６］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载《中国人口年鉴（１９８７年）》。北京：经济管理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４—１０６页。

［３７］Ｍａｌｌｏｒｙ，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２６．

［３８］绵阳地区农业局，《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资料汇编（１９６１—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

［３９］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１９４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３年１１月。

［４０］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４１］ＯＧｒａｄａ，Ｃ．２００７，“Ｍａｋｉｎｇ　Ｆａｍ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４５（１），３—３６．

［４２］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Ｍ．，“Ｆａ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３５（３），１２０５—

１２４２．

［４３］Ｒｉｓｋｉｎ，Ｃ．，“Ｓｅｖ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５９—６１”，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９（２），１１１—１２４．

［４４］Ｓｅｎ，Ａ．，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ｎ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Ｋ．：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４５］Ｓｅ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　Ｎｏ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３，９３（３７２），７４５—７６２．

［４６］Ｗ．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ｌａｍ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６１，６，６４—７５．

［４７］Ｗａｌｋｅｒ，Ｋ．，Ｆｏｏｄ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第３期 刘　愿：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１１４１　

［４８］新逸、葛玲，“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

８３—８９页。

［４９］薛暮桥，“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５０］Ｙａｎｇ，Ｄ．，Ｃａｌａ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ｎ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５１］Ｙａｎｇ，Ｄ．，“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Ｓｏｖｉ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８，５０，１—２９．

［５２］Ｙａｎｇ，Ｄ．，ａｎｄ　Ｆ．Ｓｕ，“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９（２），１４１—１５６．

［５３］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８年第４８期。

［５４］Ｙａｏ，Ｓ．，“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９，１０７（６），１３６５—１３６９．

［５５］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简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５６］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映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第５４—６４页。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Ｓｔ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ＹＵＡＮ ＬＩＵ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８ｔｏ　１９６１．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ｐｒｉ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ｆｏｏ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ｄ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ｕｒｂａｎ　ｂｉ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ｏ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ｉ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ｎ　ｆａｍｉｎ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ｎ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３ｔｏ　１９６６，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ｄｒ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ｈａｒｐ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ｎ



１１４２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９卷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３８，Ｎ５５，Ｑ１８


